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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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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化为企业绿色创新提供了新动能。 基于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沪深 Ａ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

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推动了企业绿色创新。 经

过工具变量法等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 并且，这一推动作用在国有企业、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和重污

染企业中表现得尤为显著。 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推动企业绿色创新，媒体关

注在这一实现路径中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 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绿色创新以及二者的协同作用均能提

高企业环境绩效。 上述结论为充分发挥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推动作用，助力“双碳”目标实现提供了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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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与文献综述

当前，我国生态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等问题日益严重，亟须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稳步推进碳达峰

和碳中和。 企业绿色创新是实现“双碳”目标、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 ２０２１ 年，国务院印发的

《２０３０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指出，“碳达峰”的重点任务之一是实施绿色低碳科技创新行动。 党的二十

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加快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 然而，缺乏持续稳定的资金投入、过长的

研发周期以及经济效益的不确定性过高等问题抑制了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积极性［１］。 因此，如何解决

上述问题以推动企业绿色创新值得深入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爆发式增长，企业不断推进数字化转型，缓
解了内外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为推动绿色创新提供了新的动力。 那么，数字化

转型是否能够真正推动企业绿色创新？ 其实现路径是什么？ 该实现路径又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研究

这些问题有助于充分发挥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推动作用，从而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关于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大多集中在企业、政府和市场三个层面。 从企业自身来看，融资

约束和绿色创新意愿是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因素。 王永贵和李霞［２］ 的研究表明，政府研发补助为

企业绿色创新提供了资金支持，并提高了企业的绿色创新意愿。 朱朝晖等［３］发现，“绿色工厂”认定可以

与绿色信贷和政府环境补贴政策形成协同效应，助力企业获得更多的政府环保补助，从而缓解绿色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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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金约束。 此外，张玉明等［４］研究表明，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可以通过降低外部融资成本和增强内部

绿色创新意愿来推动企业绿色创新。 从政府层面来看，政府政策对绿色创新有引导作用。 王馨和王

营［５］以《绿色信贷指引》的发布为准自然实验进行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为企业提供了多元化的融资

渠道，降低了融资门槛，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 周肖肖等［６］则构建了“银行 污染企业 非污染企业”的演

化博弈动态模型，以厘清绿色信贷政策推动绿色创新的内在机制。 陶锋等［７］研究表明，环保目标责任制

能够推动绿色创新数量提升，但会导致绿色创新质量下降，而实质审查制度能够抵消这种扭曲效应。 从

市场因素来看，郑志强等［８］的研究表明，消费者环境偏好和市场竞争对绿色创新有推动作用。 侯超惠

等［９］则发现，资本市场开放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推动绿色创新。
关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直接影响和机制检验两个方面。 研究表

明，数字化转型可以推动企业绿色创新，但由于数字化转型进展缓慢且不连续，在中短期内无法推动

绿色创新［１０］。 就作用机制而言，研究重点关注数字化转型如何促使企业自身发生蜕变，从而助力企

业绿色创新。 例如，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的信息共享水平和知识整合能力［１１］、提高吸

收能力和增强内部控制手段［１２］，以及增加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投入［１３］，进而优化企业人力资本结构

和提升产学研合作水平［１４］来推动绿色创新。 另外，Ｍｕｂａｒａｋ ｅｔ ａｌ． ［１５］ 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还通过加

强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合作促进了绿色创新。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已从多个方面考察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因素及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

的作用机制，但鲜有研究将人力资本水平和媒体关注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中，以检验二者在数字化转

型推动企业绿色创新中的作用。 本文基于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检验数字化转

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 边际贡献在于：第一，检验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关键因素———人力资

本水平，在数字化转型推动企业绿色创新过程中的中介效应。 同时，将媒体关注纳入机制检验框架，
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发现媒体关注在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中存在调节

效应。 这为企业重视媒体关注、接受公众监督、推动企业绿色创新提供实证参考。 第二，基于企业所

有权性质、政治关联以及所处行业类型进行异质性分析，为厘清不同类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

的影响做出有益补充，进而为政府制定针对性数字经济政策提供实证参考。 第三，研究发现企业进行

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创新均能提高企业环境绩效，且二者的协同效应对企业环境绩效有推动作用。 这

为微观主体承担环境责任，助力“双碳”目标实现提供经验证据。
二、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一） 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

绿色创新需要持续稳定的资金投入，同时面临绿色技术研发周期长、经济效益不确定性较高等问题，
这可能导致企业利润的大幅度波动。 因此，大部分企业对绿色创新的投入较少，积极性不高。 数字化转

型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增加创新投入、打破环境信息约束以及实现绿色创新的经济效益，推动企业绿色创

新。 首先，从绿色创新的资金获取和资源投入来看，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往往伴随着技术革新，向外界传

递出积极推动创新的信号，吸引投资者和金融机构的资金投入，拓宽了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融资渠道，缓
解了融资约束［１６］。 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作为企业保持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资源，激发了企业进行绿色创

新的活力，增加了企业对绿色创新的资源投入［１７］，推动了绿色创新。 其次，数字化转型推动了企业数字

化信息系统建设，加强了对业绩和环保等信息的披露，缓解了信息不对称问题［１８］，使监管部门和投资者

能够实时掌握企业环保行为，督促企业进行绿色创新。 最后，从如何实现绿色创新的经济效益来看，数字

技术的发展使企业能够及时把握市场需求与企业发展方向［１９］，为绿色技术和产品创新提供参考，进而为

企业创造新的利润、提高自身竞争力提供方向。 同时，数字技术推动了消费者产品需求多样化，企业必须

不断推出新产品以满足消费者需求，这激励企业进行绿色创新以提高产品差异化，从而保持市场竞争力。
产品和技术的迅速革新使得企业获得更多收益，企业在通过绿色创新增加经济效益的同时，会加大绿色

创新投入，进一步开发绿色技术，形成良性循环，最终提升绿色创新水平。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说 １。
假说 １：数字化转型推动了企业绿色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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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数字化转型、人力资本水平与绿色创新

企业数字化转型离不开对信息技术的充分应用，而高素质劳动力是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关键。 因

此，在推进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企业会相应提高人力资本水平。 具体来说，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现有员

工素养和优化人力资本结构两方面来提高企业整体人力资本水平。 从提升现有员工素养来看，数字化转

型过程中数字技术的应用要求员工及时掌握相关技能。 面对激烈的竞争环境，员工会主动学习数字技

能，提升数字素养，这推动了企业现有的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 从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来看，数字化转型的

劳动力替代效应导致企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产生挤出作用［２０］。 而劳

动力互补效应由于数字技术参与，创造出更多的高技能劳动岗位。 因此，数字化转型通过劳动力替代和

互补效应优化了企业人力资本结构［２１］。 本质上，技术创新是实现知识创造的过程，企业人力资本水平越

高，越有利于知识创造这一过程的迅速实现。 首先，数字化转型创造的知识红利和创意红利会提高人力

资本水平，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２２］。 其次，在企业将人力资本投入绿色创新的过程中，人才聚集有助

于发挥绿色创新的技术扩散效应［１４］。 最后，相关人员可以通过数字化平台及时进行信息交流，并通过

“干中学”进一步提升自身创新能力，培养创新意识，推动企业绿色创新。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说 ２。
假说 ２：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企业人力资本水平来促进绿色创新。
（三） 数字化转型、媒体关注与绿色创新

媒体是公众和政府监督企业进行节能减排、污染治理的重要渠道。 因此，在数字化转型推动企业绿

色创新的过程中，媒体关注的舆论导向以及信息披露功能能够有效增强企业的外部关注。 根据声誉理

论，外部关注所形成的舆论压力提高了企业污染的声誉成本，促使企业增加环保投入，推动绿色创新。 具

体而言，正面的媒体报道，如对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和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报道，有助于企业建立良好公众

形象，激发企业绿色创新积极性，进而继续增加研发资金投入。 而负面的媒体报道，如与会计相关的、不深

入的以及来自权威媒体的负面报道，会使企业公众形象受损，信誉度降低。 舆论压力使得有关部门对企业

融资进行严格监管，提高了企业融资难度，导致企业获取资金困难，从而减少研发投入，最终阻碍绿色创新

进程［２３］。
就媒体关注在数字化转型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中的作用来看，企业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主要通过招

聘高学历员工。 然而，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媒体负面报道限制了企业的学历筛选，使企业在招聘高

技能劳动力时受到约束。 同时，负面报道会损害企业社会信誉，增加企业生产经营压力。 当面临来自

投资者、股东等利益相关者的较大压力时，企业会聚焦经营和成本优化，减少包括人力资本在内的其

他投入。 因此，媒体负面报道越多，数字化转型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的作用就越弱。 此外，现实中媒体

为了利益迎合企业需求而有选择性地报道利好消息［２４］，这将导致外界对企业的监督效果减弱，难以

发挥外部监督推动企业结构优化的作用，进而促使企业人力资本结构趋于僵化，人力资本水平难以有

效提升。 就媒体关注在人力资本推动企业绿色创新中的作用来看，媒体负面报道使监管部门和企业

面临的关于环境问题的舆论压力加大。 监管部门会通过一系列相关政策来督促或支持企业进行绿色

创新。 在政府背书的作用下，企业积极推动绿色转型的信号得以传递，吸引相关人才聚集，为企业优

化人力资本结构、推动绿色创新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同时，企业为维护社会形象和响应政府政策，
会将更多的资金和人力资本投入绿色创新中，进一步推动绿色创新。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说 ３。

图 １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假说 ３：媒体关注在数字化转型推动绿色创

新中有负向调节效应，但对数字化转型提高人力

资本水平进而促进绿色创新的实现路径则有正

向调节效应。
作用机制如图 １ 所示。
三、 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以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沪深 Ａ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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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样本并进行如下处理：（１）剔除 ＳＴ、∗ＳＴ、已退市企业；（２）部分缺失数据以线性插值法填补，对数据

缺失过多的企业样本进行剔除；（３）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前后各 １％的缩尾处理。 相关数据来源于中

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ＣＮＲＤＳ）、国泰安（ＣＳＭＡＲ）以及 Ｗｉｎｄ 数据库。
（二） 变量选取

１． 被解释变量

企业绿色创新（Ｇｔｉ）。 首先，使用专利数据衡量企业创新可以准确量化出企业的创新产出［７］；其
次，绿色专利申请量能更加直观地反映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意愿以及绿色创新水平，因此，以绿色专

利申请量来衡量企业绿色创新更加契合本文研究目的；最后，考虑到右偏分布的问题，借鉴已有研究

将绿色专利申请量加 １ 后取自然对数［２５］。
２．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化转型（Ｄｉｇ）。 借鉴吴非等［２６］的研究，以企业年报中数字化转型关键词总词频加 １ 后取自

然对数衡量。
３． 机制变量

人力资本水平（Ｈｕｍａｎ），以企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员工数量占总员工数量的比例来衡量。
媒体关注（Ｍｅｄｉａ），由于利益驱动，媒体可能会迎合企业进行选择性报道，但负面报道是对企业某种

问题的监督批评，可以有效规避选择性报道行为；另外，相对于正面报道，负面报道更能引起社会反响、市
场反应以及企业注意［２７］。 基于此，本文使用媒体负面报道总数来衡量媒体关注，该变量取自然对数。

４． 控制变量

为控制其他影响绿色创新的企业特征，选取如下控制变量：企业规模（Ｓｉｚｅ），以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衡量；资产负债率（Ｌｅｖ），以期末负债合计与总资产的比值衡量；盈利能力（Ｒｏａ），以净利润与总资产

的比值衡量；企业现金流（Ｃａｓｈｆｌｏｗ），以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总资产的比值衡量；上市时

间（Ｌｉｓｔａｇｅ），以当年年份减去企业上市年份加 １ 后的自然对数衡量；董事会规模（Ｂｏａｒｄ），以董事会人

数加 １ 后取自然对数衡量；审计状况（Ｂｉｇ４），若当年企业由“四大” 审计则取 １，反之取 ０。
（三） 模型设定

１． 固定效应模型

构建时间、个体双固定的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直接影响，模型设定

如下：

Ｇｔｉｉｔ ＝ α０ ＋ α１Ｄｉｇｉｔ ＋ ∑
ｎ

ｊ ＝ ２
α ｊＸ ｉｔ ＋ μｉ ＋ θｔ ＋ εｉｔ （１）

其中，Ｇｔｉｉｔ 表示企业绿色创新，Ｄｉｇｉｔ 表示企业数字化转型，Ｘ ｉｔ 为控制变量，μｉ 和 θｔ 分别为个体、时
间固定效应，εｉｔ 为随机扰动项。

２． 中介效应模型

在式（１）的基础上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数字化转型是否可以通过提高企业人力资本水平来推

动绿色创新。 模型设定如下：

Ｈｕｍａｎｉｔ ＝ δ０ ＋ δ１Ｄｉｇｉｔ ＋ ∑
ｎ

ｊ ＝ ２
δ ｊＸ ｉｔ ＋ μｉ ＋ θｔ ＋ εｉｔ （２）

Ｇｔｉｉｔ ＝ γ０ ＋ γ１Ｄｉｇｉｔ ＋ γ２Ｈｕｍａｎｉｔ ＋ ∑
ｎ

ｊ ＝ ３
γ ｊＸ ｉｔ ＋ μｉ ＋ θｔ ＋ εｉｔ （３）

其中，Ｈｕｍａｎｉｔ 为中介变量人力资本水平。
３．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参考已有研究，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媒体关注在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绿色创新的传

导路径中是否存在调节效应［２８］。 第一步，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直接影响是否受到调节

变量媒体关注的影响，模型设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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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ｔｉｉｔ ＝ ａ０ ＋ ａ１Ｄｉｇｉｔ ＋ ａ２Ｍｅｄｉａｉｔ ＋ ａ３Ｄｉｇｉｔ × Ｍｅｄｉａｉｔ ＋ ∑
ｎ

ｊ ＝ ４
ａ ｊＸ ｉｔ ＋ μｉ ＋ θｔ ＋ εｉｔ （４）

第二步，检验人力资本水平在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绿色创新过程中的中介效应是否受到调节变

量媒体关注的影响，模型设定如下：

Ｈｕｍａｎｉｔ ＝ ｂ０ ＋ ｂ１Ｄｉｇｉｔ ＋ ｂ２Ｍｅｄｉａｉｔ ＋ ｂ３Ｄｉｇｉｔ × Ｍｅｄｉａｉｔ ＋ ∑
ｎ

ｊ ＝ ４
ｂ ｊＸ ｉｔ ＋ μｉ ＋ θｔ ＋ εｉｔ （５）

Ｇｔｉｉｔ ＝ ｃ０ ＋ ｃ１Ｄｉｇｉｔ ＋ ｃ２Ｍｅｄｉａｉｔ ＋ ｃ３Ｄｉｇｉｔ × Ｍｅｄｉａｉｔ ＋ ｃ４Ｈｕｍａｎｉｔ ＋ ｃ５Ｈｕｍａｎｉｔ × Ｍｅｄｉａｉｔ ＋ ∑
ｎ

ｊ ＝ ６
ｃｊＸ ｉｔ

＋ μｉ ＋ θｔ ＋ εｉｔ （６）
其中，Ｍｅｄｉａｉｔ 为调节变量媒体关注。

表 １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Ｇｔｉ 绿色创新水平 ９ ５４２ ０． ７５９ ０ １． ０７９ １ ７． ０６５ ６ ０． ０００ ０
Ｄｉｇ 数字化转型 ９ ５４２ ０． ３６２ ０ ０． ５７７ ５ ８． ６５３ ０ ０． ０００ ０
Ｍｅｄｉａ 媒体关注 ９ ５４２ ４． １４４ ４ １． １８４ ３ １１． １４５ ９ ０． ０００ ０
Ｈｕｍａｎ 人力资本水平 ９ ５４２ ０． ２１９ ７ ０． １３４ ２ ０． ９４５ ９ ０． ０１１ ７
Ｓｉｚｅ 企业规模 ９ ５４２ ２２． ０８５ ３ １． ２０３ １ ２７． ５４７ ０ １７． ８０６ １
Ｌｅｖ 资产负债率 ９ ５４２ ０． ３９０ ８ ０． １８８ ２ ０． ９９５ ２ ０． ０１１ １
Ｒｏａ 盈利能力 ９ ５４２ ０． ０４４ ４ ０． ０６８ ４ ０． ８７９ ６ － ０． ６７３ ９
Ｃａｓｈｆｌｏｗ 企业现金流 ９ ５４２ ０． ０４７ ９ ０． ０６６ ９ ０． ６６４ １ － ０． ４９１ ５
Ｌｉｓｔａｇｅ 上市时间 ９ ５４２ ２． ０１１ ８ ０． ７３２ ９ ３． ４０１ ２ ０． ６９３ １
Ｂｏａｒｄ 董事会规模 ９ ５４２ ２． １１３ ４ ０． １９９ ２ ２． ８９０ ４ １． ３８６ ３
Ｂｉｇ４ 审计状况 ９ ５４２ ０． ０４５ ４ ０． ２０８ １ １．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Ｇｔｉ

（２）
Ｇｔｉ

（３）
Ｇｔｉ

Ｄｉｇ
０． １５６ ６∗∗∗ ０． ２１９ ２∗∗∗ ０． ０６９ ０∗∗∗

（０． ０２３ ４） （０． ０１７ ３） （０． ０２６ １）

Ｓｉｚｅ
０． ３３２ ７∗∗∗ ０． １７１ ０∗∗∗

（０． ０１１ ６） （０． ０２２ ６）

Ｌｅｖ
０． ４１２ ４∗∗∗ － ０． ２６４ ７∗∗∗

（０． ０６８ ４） （０． ０８７ １）

Ｒｏａ
－ ０． ０１１ １ － ０． １９３ ６
（０． １７５ ６） （０． １４５ ３）

Ｃａｓｈｆｌｏｗ
０． ４４９ ８∗∗∗ ０． ２０２ ８
（０． １６６ ７） （０． １３６ ８）

Ｌｉｓｔａｇｅ
－ ０． １７７ ５∗∗∗ － ０． ０２０ ９
（０． ０１５ ８） （０． ０２７ ８）

Ｂｏａｒｄ
－ ０． ０２１ ３ － ０． ０２６ １
（０． ０５２ ０） （０． ０７４ ０）

Ｂｉｇ４
０． ５３１ ４∗∗∗ ０． １４４ ６∗

（０． ０５１ ３） （０． ０８０ ７）

Ｃｏｎｓ
０． ７０２ ２∗∗∗ － ６． ４７１ ６∗∗∗ － ２． ８５０ ４∗∗∗

（０． ０１０ ６） （０． ２３５ ７） （０． ４７３ ４）
个体固定 是 否 是
时间固定 是 否 是
Ｏｂｓ ９ ５４２ ９ ５４２ ９ ５４２
Ｒ２ ０． ０３３ ０． １９５ ０． １９６

注：∗、∗∗、∗∗∗分别表示 １０％ 、５％ 、１％ 的显著

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四、 实证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分析

如表 ２ 所示：列（１）中未加入控制变量，数字化转

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系数为 ０. １５６ ６ 且在 １％ 的水平

上显著；列（２）中加入控制变量但未固定个体、时间，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系数为 ０. ２１９ ２ 且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列（３）中加入控制变量并固定个

体、时间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系数为

０. ０６９ ０ 且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上述结果表明，数字

化转型程度每提高 １％可以推动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提

高 ０. ０６９ ０％ ，即推进数字化转型可以有效推动企业

绿色创新。 假说 １ 得到证实。
（二） 稳健性检验

１． 工具变量法

参考已有研究的思路构造工具变量，以工具变量

法解决内生性问题［１１］。 具体而言，使用数字化转型

与基于两位数行业和省份分类的数字化转型均值的

差额作为工具变量。 由于数字技术的正外部性以及

数据要素不受时空限制的特性，企业数字化转型很有

可能受到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行业整体数字化程度的

影响，即同省份和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均值与企业数字

化转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因此，以企业数字化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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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为基础构造的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要求；且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考虑行业、地区的数字化转型均值

作差得到的工具变量，由于纳入了行业和地区的因素，不会直接影响企业绿色创新，满足外生性要求。
如表 ３ 所示，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为 ２５７. ８４０ 且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为 ４ ６１５. ３９９，通过不可识别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因此工具变量选取合理。 列（１）中工具

变量对数字化转型的系数显著为正，证实了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列（２）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

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以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后，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仍可提高绿色创新

水平。
表 ３　 内生性处理

变量
（１）
Ｄｉｇ

（２）
Ｇｔｉ

（３）
Ｇｔｉ

（４）
Ｇｔｉ

Ｄｉｇ
０． ０７４ ４∗∗ ０． ０６７ １∗∗

（０． ０３２ ４） （０． ０３１ １）

Ｌ． Ｄｉｇ
０． １３９ ４∗∗∗

（０． ０３３ ５）

ＩＶ
０． ９７４ ４∗∗∗

（０． ００２ 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Ｏｂｓ ９ ５４２ ９ ５４２ ７ ４２４ ７ ３００
Ｒ２ ０． ７４３ ０． １６５ ０． １９６ ０． １８３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２５７． ８４０∗∗∗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４ ６１５． ３９９

注：∗、∗∗、∗∗∗分别表示 １０％ 、５％ 、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

健标准误。

２． 滞后解释变量

为缓解反向因果关系导致的估

计结果偏误，以滞后一期的数字化转

型代替解释变量进行回归。 如表 ３
中列（３）所示，滞后一期的数字化转

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系数显著为正，
这表明以滞后一期解释变量的方式

缓解反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

题后，数字化转型仍可推动企业绿色

创新。
３． 倾向得分匹配法

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减少样本自

选择导致的估计结果偏误。 具体而

言，根据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中位数赋

值虚拟变量并构建 Ｌｏｇｉｔ 模型，采用 １∶
１ 的最近邻匹配法进行倾向得分匹配。
如表 ３ 中列（４）所示，数字化转型对企

业绿色创新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

以倾向得分匹配法缓解样本自选择导致的估计结果偏误后，数字化转型仍可推动企业绿色创新。
表 ４　 稳健性检验

变量
（１）
Ｇｔｉ１

（２）
Ｇｔｉ２

（３）
Ｇｔｉ

（４）
Ｇｔｉ

（５）
Ｇｔｉ

Ｄｉｇ
０． ０８８ ６∗∗∗ ０． ０８３ ６∗∗∗ ０． ０９１ ５∗ ０． ０６８ ２∗∗ ０． ０６９ ３∗∗

（０． ０２２ １） （０． ０１４ ２） （０． ０５１ ６） （０． ０２６ ５） （０． ０２９ ０）

Ｃｏｎｓ
－ ２． ３４３ ２∗∗∗ － ３． ９７７ ８∗∗∗ － ２． ９８４ ４∗∗∗ － ３． ２１６ ９∗∗∗ － ３． ２７１ ６∗∗∗

（０． ４００ ２） （０． ２２６ ７） （０． ４６８ ８） （０． ４８６ ４） （０． ５１２ 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 ×行业固定 否 否 否 是 否

Ｏｂｓ ９ ５４２ ９ ５４２ ９ ５４２ ９ ５４２ ８ ０６０
Ｒ２ ０． １９５ ０． １３８ ０． １８６ ０． ６７８ ０． １９３

注：∗、∗∗、∗∗∗分别表示 １０％ 、５％ 、１％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标

准误。

４． 替换被解释变量

绿色专利分为绿色发明

专利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两

类，以绿色发明专利申请量

（Ｇｔｉ１）、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

请量（Ｇｔｉ２） 替换被解释变量

进行稳健性检验。 如表 ４ 中

列（１）和列（２）所示，数字化

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系数

均显著为正，这表明替换被解

释变量后，数字化转型仍推动

了企业绿色创新。
５．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参考已有研究，以企业年

报 ＭＤ＆Ａ 中数字化关键词词频的比重为替代变量［２９］。 如表 ４ 中列（３）所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

创新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仍有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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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高阶联合固定

添加具体变量难以控制全部地区、行业特征，因此本文加入省份 × 行业的固定效应来控制地区特

征与行业特征。 如表 ４ 中列（４）所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在控制地

区、行业特征后，数字化转型仍可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表 ５　 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１）
Ｇｔｉ

（２）
Ｈｕｍａｎ

（３）
Ｇｔｉ

Ｄｉｇ
０． ０６９ ０∗∗∗ ０． ０２２ ３∗∗∗ ０． ０５５ ３∗∗

（０． ０２６ 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 ０２６ ３）

Ｈｕｍａｎ
０． ６１７ １∗∗∗

（０． １５１ ８）

Ｃｏｎｓ
－ ２． ８５０ ４∗∗∗ － ０． １１７ ５∗∗∗ － ２． ７７７ ９∗∗∗

（０． ４７３ ４） （０． ０３５ ４） （０． ４７３ 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Ｏｂｓ ９ ５４２ ９ ５４２ ９ ５４２
Ｒ２ ０． １９６ ０． ０９２ ０． ２０２
Ｓｏｂｅｌ ｔｅｓｔ ３． ８３∗∗∗

注：∗、∗∗、∗∗∗分别表示 １０％ 、５％ 、１％ 的显著

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７． 剔除直辖市样本

本文进一步剔除直辖市企业样本进行稳健性检

验，如表 ４ 中列（５）所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

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剔除直辖市企业样本后，数字

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仍有推动作用。 上述稳健性检

验结果与前文结论基本一致，证实了前文结论的稳

健性。
（三） 机制分析

如表 ５ 所示：列（１）为基准回归结果；列（２）中数

字化转型对企业人力资本水平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表

明推进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提
高人力资本水平；列（３）中数字化转型、人力资本水平

对绿色创新的系数均显著为正，数字化转型的系数为

０. ０５５ ３，低于基准回归中的 ０. ０６９ ０，这表明人力资本

水平在数字化转型促进绿色创新中产生了部分中介

效应。 Ｓｏｂｅｌ 检验的 Ｚ 值为 ３. ８３ 且在 １％的水平上显

著，证实了存在中介效应。 上述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企业人力资本水平促进绿色创

新。 假说 ２ 得到证实。
表 ６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１）
Ｇｔｉ

（２）
Ｈｕｍａｎ

（３）
Ｇｔｉ

Ｄｉｇ
０． １９３ ５∗∗∗ ０． ０３０ ３∗∗∗ ０． ２１３ ５∗∗∗

（０． ０５４ ８） （０． ００４ １） （０． ０５６ ９）

Ｍｅｄｉａ
－ ０． ０４６ ２∗∗∗ ０． ０００ ７ － ０． ０７８ ７∗∗∗

（０． ００９ ８） （０． ０００ ７） （０． ０１５ ７）

Ｄｉｇ ×Ｍｅｄｉａ
－ ０． ０２６ ６∗∗ － ０． ００１ ８∗∗ － ０． ０３４ ０∗∗∗

（０． ０１０ ７） （０． ０００ ８） （０． ０１１ １）

Ｈｕｍａｎ
－ ０． ０８ ０８
（０． ３０２ ９）

Ｈｕｍａｎ ×Ｍｅｄｉａ
０． １５８ ９∗∗∗

（０． ０６０ ８）

Ｃｏｎｓ
－ ２． ６５６ ４∗∗∗ － ０． １２０７∗∗∗ － ２． ４４４ ４∗∗∗

（０． ４７３ ８） （０． ０３５５） （０． ４７６ 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Ｏｂｓ ９ ５４２ ９ ５４２ ９ ５４２
Ｒ２ ０． １９７ ０． ０９３ ０． ２０７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检验 Ｍｅｄｉａ 取低 ／中 ／高值：０．０８４ ２∗∗∗ ／ ０．０９６ ３∗∗∗ ／ ０．１０４ ７∗∗∗

注：∗、∗∗、∗∗∗分别表示 １０％ 、５％ 、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

稳健标准误。

如表 ６ 所示，列（１）中数字化转型

与媒体关注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这
表明媒体关注在数字化转型推动企业

绿色创新中发挥了负向调节作用，即由

于“市场压力”，媒体关注的加强对绿色

创新反而有负向影响。 列（２）中交互项

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媒体关注在数字

化转型提高企业人力资本水平中有负

向调节作用，即媒体关注在中介效应的

前半段存在负向调节效应。 企业推进

数字化转型需要大量科技人才，但随着

媒体关注加强，企业在招聘和解聘员工

中的学历歧视受到约束。 同时，媒体选

择性报道行为会导致企业受到的外界

监督减弱，无法发挥外部监督对企业优

化人力资本结构的督促作用，因此，媒
体关注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负向调节

作用。 列（３）中人力资本水平与媒体关

注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媒体

关注在人力资本推动企业绿色创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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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正向调节作用，即媒体关注在中介效应的后半段存在正向调节效应。 面对媒体关注引发的环境问

题相关舆论压力，政府部门会通过政策督促、引导企业进行绿色创新、推动绿色转型以减少污染排放；
而企业为维护社会形象以及响应政府政策，会积极投入人力资本等资源到研发部门，进而推动企业绿

色创新。 因此，媒体关注在此过程中产生了正向调节作用。 媒体关注在中介效应后半段的正向调节

效应远大于前半段的负向调节效应，因此，媒体关注在整个传导路径中有正向调节效应。
利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法对上述有调节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如表 ６ 所示，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抽样 ３ ０００ 次后媒

体关注无论取低值、中值和高值，调节中介效应均显著存在。 当媒体关注取低值时，企业人力资本水

平的中介效应为 ０. ０８４ ２；当媒体关注取中值时，企业人力资本水平的中介效应为 ０. ０９６ ３；当媒体关注

取高值时，企业人力资本水平的中介效应为 ０. １０４ ７。 这表明调节变量媒体关注确实在数字化转型推

动企业绿色创新的传导路径中有正向调节效应。 综上所述，媒体关注虽然在数字化转型推动绿色创

新这一直接过程中有负向调节效应，但在数字化转型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进而推动绿色创新这一传导

路径中有正向调节效应。 假说 ３ 得到证实。
（四） 异质性分析

１． 所有权性质

由于所有权性质不同，在追求经济效益时，国有企业相较于非国有企业会更多地兼顾社会效益，
更加重视环境污染等问题。 基于此，依据所有权性质将总样本分为国有、非国有企业进行分组回归。
如表 ７ 所示，列（１）中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绿色创新的系数为 ０. １８９ １ 且在 １％ 的水平上显著，列
（２）中数字化转型对非国有企业绿色创新的系数为 ０. ０６０ ４ 且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 对比系数大小发

现，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绿色创新的系数远大于非国有企业，这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绿色创

新的推动作用要强于非国有企业。 一方面，国有企业对社会责任的考量多于非国有企业，会更加重

视环境问题，在推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会将环境因素考虑在内；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

均需要大量持续稳定的资金投入，国有企业在资金来源和资金稳定性上优于非国有企业，可以维持

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创新资金投入的持续稳定。 因此，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绿色创新的推动作用

较强。
２． 政治关联

官员任用、升迁等问题与环境治理绩效密切相关，因此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会更加重视绿色创新。
基于此，参考已有研究，依据董事长或总经理是否出任过政府官员识别企业政治关联，若出任过则认

为存在政治关联，赋值为 １，反之为 ０，并根据是否存在政治关联将总样本划分为有、无政治关联企业

进行分组回归［３０］。 如表 ７ 所示，列（３）中数字化转型对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绿色创新的系数显著为正，
列（４）中数字化转型对无政治关联的企业绿色创新的系数不显著。 上述估计结果表明，有政治关联的

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推动作用要显著强于无政治关联的企业。 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存在

经济效益不确定性过高的风险，而有政治关联的企业较容易获取政府支持，可以及时接触到有关信息

进而规避风险，这增强了企业风险承担信心，提高了企业绿色创新积极性。 另外，无政治关联的企业

管理层不存在与环境治理挂钩的晋升问题，企业会更多地关注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经济效益而不是环

境效益。 因此，无政治关联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推动作用远不如有政治关联的企业。
３． 行业类型

在我国现阶段的环境政策背景下，各类环境规制政策的成本惩罚效应不断加强，环境规制作用增

强使得重污染企业的环境成本提高，倒逼重污染企业进行绿色创新。 本文参考王玉林和周亚虹［３１］ 的

做法，依据《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将总样本划分为重污染和非重污染企业。 如表 ７
所示，列（５）中数字化转型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系数显著为正，列（６）中数字化转型对非重污染

企业绿色创新的系数不显著。 这表明数字化转型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推动作用要强于非重污染

企业。 在环境规制的作用下，金融机构提高对重污染企业的融资门槛，导致企业融资成本、环境污染

成本增加并逐渐内生化为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成本提高会倒逼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 而在此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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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是实现绿色转型的重要路径，因此，数字化转型对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推动作用要强于没

有转型压力的非重污染企业。

表 ７　 异质性分析

变量
（１）
国有

（２）
非国有

（３）
有政治关联

（４）
无政治关联

（５）
重污染

（６）
非重污染

Ｄｉｇ
０． １８９ １∗∗∗ ０． ０６０ ４∗∗ ０． １２０ ８∗∗∗ ０． ０３０ ４ ０． １５９ ４∗∗ ０． ０４９ １
（０． ０４４ ６） （０． ０２８ ５） （０． ０３１ ７） （０． ０３３ ０） （０． ０７１ ０） （０． ０３０ ２）

Ｃｏｎｓ
－ ７． ４６９ ０∗∗∗ － ２． ８８６ ０∗∗∗ － ７． ５９７ ８∗∗∗ － ３． ４５３ ７∗∗∗ － １． ２６７ １∗ － ３． ５２６ ６∗∗∗

（０． ４５０ ７） （０． ５５３ ３） （０． ４２６ ０） （０． ６１７ ２） （０． ７４４ ５） （０． ６１０ 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Ｏｂｓ ２ ５８０ ６ ９６２ ２ ９４８ ６ ５９４ ３ １６９ ６ ３７３
Ｒ２ ０． ２２３ ０． １９８ ０． ２１５ ０． １５８ ０． １１３ ０． １９５

注：∗、∗∗、∗∗∗分别表示 １０％ 、５％ 、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五、 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的环境效应

本文研究目的是为微观主体助推“双碳”目标实现提供启示，因此，最终要落脚于企业数字化转

型、绿色创新以及二者的协同作用是否能够产生环境效益，助推“双碳”目标实现。 为进一步探讨数字

化转型推动绿色创新带来的环境效益，构建如下模型：

ＥＰ ｉｔ ＋１ ＝ β０ ＋ β１Ｄｉｇｉｔ（Ｇｔｉｉｔ） ＋ ∑
ｎ

ｊ ＝ ２
β ｊＸ ｉｔ ＋ μｉ ＋ θｔ ＋ εｉｔ （７）

ΕΡ ｉｔ ＋１ ＝ λ０ ＋ λ１Ｄｉｇｉｔ ＋ λ２Ｇｔｉｉｔ ＋ λ３Ｄｉｇｉｔ × Ｇｔｉｉｔ ＋ ∑
ｎ

ｊ ＝ ４
λ ｊＸ ｉｔ ＋ μｉ ＋ θｔ ＋ εｉｔ （８）

表 ８　 环境效应

变量
（１）
ＥＰ

（２）
ＥＰ

（３）
ＥＰ

Ｄｉｇ
０． １２４ ３∗∗∗ ０． １２４ １∗∗∗

（０． ０３７ ２） （０． ０４４ ４）

Ｇｔｉ
０． ０４９ １∗∗∗ ０． ０４２ ５∗∗

（０． ０１４ ９） （０． ０１６ ８）

Ｄｉｇ × Ｇｔｉ
０． ０３３ ０∗

（０． ０１７ ８）

Ｃｏｎｓ
－ ３． ５３２ １∗∗∗ － ３． ７９９ ６∗∗∗ ０． ８５６ ６∗∗∗

（０． ６５２ ９） （０． ６３８ ８） （０． ２２６ 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Ｏｂｓ ７ ４２４ ７ ４２４ ７ ４２４
Ｒ２ ０． ０７８ ０． ０８５ ０． ０８６

注：∗、∗∗、∗∗∗分别表示 １０％ 、５％ 、１％的显著性

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其中，ＥＰ ｉｔ ＋ １为企业环境绩效，以华证 ＥＳＧ 评分

中的环境评级得分（Ｅ）衡量，将环境评级得分从低

到高赋值 １ ～ ９。 如表 ８ 所示：列（１）和列（２）中数字

化转型、绿色创新对企业环境绩效的系数均显著为

正，这表明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推动绿色创新均有

助于提高企业环境绩效；列（３）中数字化转型与绿色

创新的交互项对企业环境绩效的系数显著为正，这
表明二者的协同效应对企业环境绩效有推动作用。
因此，积极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绿色创新是微

观主体助力实现“双碳”目标的有效路径。
六、 结论与建议

数字化转型为企业推动绿色创新进而实现“双
碳”目标提供了新动能。 本文基于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制

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构建实证模型研究了企业数

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
（１）数字化转型推动了企业绿色创新，该结论在使用

工具变量法、倾向得分匹配法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

验后仍成立。 （２）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企业人力资本水平推动绿色创新，媒体关注在这一实现路

径的前半段发挥了负向调节效应，后半段发挥正向调节效应，总体上对这一实现路径存在正向调节效

应。 （３）国有、有政治关联以及重污染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推动作用较强。 （４）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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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绿色创新以及二者协同作用可以提高企业环境绩效，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基于以上结论，有如下政策启示：（１）企业应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不断提高自身数字化水平，充

分把握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政府应加快完善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并通过相应政策鼓励数字

技术应用进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企业与政府双向发力，积极推动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等数字技术

在企业绿色研发过程中的应用，发挥数据要素对绿色创新的乘数效应，推动绿色创新的“提质增量”。
（２）充分发挥人力资本在推动绿色创新中的关键作用。 企业在推进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应当重视自

身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通过招聘高技术人才来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构建企业数

字学习共享平台，推动现有员工掌握数字技术，增强劳动技能，以数字化转型反哺人力资本水平提高

进而推动绿色创新。 企业应重视外界关注，积极接受公众监督，减少媒体负面报道对绿色创新融资的

影响，保障绿色创新资金的持续投入；同时，增强环保意识，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实现环境效益与经济

效益的统一。 （３）企业应以公开透明的招聘制度招聘高技能劳动力或对现有员工进行技能培训，减少

媒体关注对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人力资本水平的负向调节作用；同时，积极发挥媒体的环境监督作

用，增强媒体关注对人力资本推动绿色创新的正向调节作用，以助推绿色创新的“提质增量”，为实现

“双碳”目标提供绿色技术支撑。 （４）政府针对不同类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以及绿色创新，应当因地

制宜、因企施策，在强化数字化转型对国有、政治关联以及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推动作用的同时，以
相关政策扶持非国有、无政治关联以及非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以期早日实现企业整体绿色转型。
非国有、无政治关联的企业应当积极建立亲清政商关系，及时了解政府政策动向，贯彻响应政府政策

引导，提高绿色创新意愿；非重污染企业虽然无较高的环境成本压力，但应当充分认识到数字化转型、
绿色创新的环境效益，为实现“双碳”目标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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